
诚信、信任与信用:
概念的澄清与历史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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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内容提要 中国学界关于诚信、信任与信用的讨论很多，但基本上没有建立于一个清晰的概念划分与研
究视角之上，进而导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焦距含混，从而无法应用于社会和经济建设。为了厘清诚信、信
任与信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对相关概念的使用问题、所涉及的学科进行深入分析。但问题的解决
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有必要从中国学术视角对上述概念进行整合，明晰它们在历史中的演化过程，从而

为更好地推进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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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市场经济得到了空前

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为了维护改革

的成果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和代价，其中包括社会

建设、体制改革、制度配套、法规完善、市场规范、
道德重建、良心呼唤、社会福利、劳动保障、惩治腐
败等。尽管如此，有关民生和产品质量的问题仍
然不绝于耳。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潜藏着一个最
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社会应有的诚
信、信任和信用状况如何。
诚信、信任和信用在没有成为问题浮现出来

之前，通常是被假定为天经地义或天然地存在着

的。但当一系列有关“诚信危机”的事件发生之
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诚信、信任和信用不是自在
的，而是培育的，是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文化价
值的变迁而不断消长的。由此，有关诚信、信任和
信用的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重点话题之一，同

时也成为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关注的

焦点之一。每年的 3 月 15 日，中央政府借助于中
央电视台都要举办一次大型晚会，以帮助消费者

维权。但是，大量的违法侵权现象没有因此而收
敛，反倒是一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要根治杜绝
这些“诚信危机”现象，需要我们从根源上对之进
行深入剖析。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研究领域
后才发现，目前有关这个话题业已积累的数以几

万计的众多研究成果的主题及概念并不清晰，这

不是因为它们同文化、管理、教育、信仰、制度、德
行及法律等相互纠缠，所以很难研究，也不是因为

有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互相争论，各有各的道理，

所以难分正误，而是因为许多学者各自都使用着

未加限定的概念，导致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在讨

论同一个问题，也不知道这些讨论的出发点和归

属是否一致。以这样的研究成果来回应社会问
题，当然只能是学者自说自话，而社会依然故我

了。进言之，如果以这样的成果来指导社会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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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很可能造成无的放矢，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或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相关概念的使用问题

在中国汉语构词中，同“信”相关的词汇很
多，诸如诚信、信心、自信、信仰、信念、信息、信赖、
信誉、信任、信托、信用、信贷、守信、信使等。由于
这些组词中都有“信”字，因此解释以上各种词汇
之含义也理应建立于对“信”的理解之上。根据
汉语字典，“信”的词意大约有两种: 一是指“诚
实”，即一个人的观念、心理、行为、言语及结果之
间所保持的一致性，即所谓言必行、行必果，通俗
地讲就是不撒谎、不欺骗; 二是“依赖”、“依靠”的
意思，即在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中对对方言行的

预测及前因后果有把握和不怀疑，通俗的讲法即

信得过、靠得住。
有了这两个基本含义，我们原本以为可以收

集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情况了，或者将其作为梳理

现有各个领域相关成果的线索。但未料及的是，
我们在收集中首先遇到的不是研究的积累性、观
点的繁杂性及实证与理论之不足等常见的学术问

题，或者退一步讲，亦不是各种文献所呈现的意见

纷杂、各自为阵、自说自话等问题，而是研究者各
自对相关概念之认识、理解、使用上的差异。从表
面上看，或许因为诚信、信任和信用涉及的学术面
广泛，自然会遇到学科概念使用的偏好，比如社会

学一般不使用信用一词，经济学则更加偏好使用

信用，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则偏爱用公信力。但实
际上其根本问题在于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例如，
有人讨论诚信危机，实际上是在说信用危机; 有人

在研究信任，其实是在讨论诚信; 有人讨论诚信，

又可能是在讲信用或信誉等。这样的混乱局面如
果不得到纠正，或者说，如果我们在研究中不对自

己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那么我们几乎无法对此

做学术积累工作。而如果学术积累建立不起来，
那么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

议论，但在研究进展上则始终是原地踏步。
虽然关于诚信、信任与信用等在使用上呈现

出比较混乱的局面，但几乎所有学者都会承认，如

果要对它们进行学术研究，最好还是要划分到不

同的专业学科中去讨论。那么，它们究竟涉及哪
些既有的学科呢? 我个人的倾向是，从“信”字所
构成的词语和概念来看，它们大致会涉及三个社

会面向: 首先，诚信、自信、信心、信念、信仰等涉及
个体心理与行为，自然可以同含有个体性的学科

相联系，如心理学、伦理学( 道德) 、法学、宗教学
( 神学) 等; 其次，信息、信赖、信誉、信任、信托、信
贷等因发生于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及市场交易之
中，因此它们会同讨论人类关系的学科相联系，如

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
再次，由信誉所引起的“信用”一词的含义有些特
别，它往往涵盖了很多有关“信”的用法，或者说，
信用可以被看做是“信的用途”、“信的运用”或者
“守信的情况”等，乃至于可以理解成“社会的信
用量”①，或者是“一种交换的媒介”②，从而难以
做出明确的学科归属。我们甚至可以说，原本不
同概念之间多少还算是清晰的，因为信用一词的

涵盖面过宽，导致了其他研究跟着出现了概念上

的混乱。

诚信、信任与信用:相关学科及其问题

那么，上述这些混乱现象的产生是否因为学

科本身对此研究不成熟造成的呢? 笔者直观的感

受是它首先是因为西方学术概念的引进而发生

的，比如，英文中 belief是信仰、trust 是信任、infor-
mation是信息、reputation 是信誉、credit 是信用、
malfeasance是失信等。比较中英文构词，中文词
语组合中都有“信”字，说明了这些词都来自于同
一个字在不同社会面向上的引申，而英文中没有

一个词的词根是相同的，至多也只有 credit 的拉
丁文词根有信任的意思。这就是说，英文的大多
数词汇本就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面向，自然也就是

在表达不同的社会含义，或者它们几乎不倾向于

在一种大范围的社会现象中讨论这些问题。所
以，如果我们把“社会信用”翻译成英文的话，是
译成 social credit，还是 social trust呢? 而“诚信危
机”，是译成 the crisis of honesty，还是 credit crisis
抑或 trust crisis呢? 在中国语言里，社会诚信、社
会信任和社会信用等意思相差不大，都是讨论

“信的使用状况”或它们的运行特征。但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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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它们的含义差别很大。研究者会把它们放
到完全不同的专业学科里去处理。如果依照西方
学科分类来研究信任，我们就会进入社会学、社会
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视域。如果中国学
者坚守具有中国内涵的“诚信”概念，那么这或许
只是一个伦理学问题。的确，大量的论文受西方
学科划分影响似乎也是这么做的。以这样的思路
再来看“社会信用”，那么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一
个初步的结论，即社会信用问题属于一个学科综

合性的或交叉性的研究。由此我们也发现，对当
前中国社会诚信或者社会信用危机之解读，首先

在学术上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学科意识的危机，

即我们找不到一个研究社会信用的学科。它们对
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如此重要，却因西方学科划

分而被轻易地分解掉了。
以上这一学术性危机为什么会被学术界视而

不见呢? 这其中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学

科与学科之间存在壁垒，所谓学术交流往往是同

一学科内部的交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
体中，人们对一些概念和话语可以达成基本的共

识。只要不越界，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对方在说什
么。于是，若不是出于特别的需要，概念定义也就
是多余的了。同时在学科内部来收集和梳理相关
研究，即使概念使用上有所差异，也比较容易得到

一条线索。其次，中国学术写作用的是中文，但概
念基本来自西方，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在西方社

会科学内被西方学者定义之后，翻译成什么中文

已在其次。如果大家从中文字面上分辨不出它的
含义，只要在括号里附带出它的英文，争议自然就

会消失。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种种语言转换
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只要我们往深层次上想，

就会看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便是中国的学

术问题基本上是被西方学科划分和概念定义牵着

走的。西方学术界有这个学科、这个定义、这个理
论，那么中国学者就信心百倍地把它们拿到中国

来运用; 倘若西方没有这样的学科，或者没有这个

定义及其理论，那么中国学者自己讨论起这样的

问题就很容易混乱，包括其中的理论资源也随之

消失。由此我们知道，概念使用的背后其实反映
的是中国学术没有形成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处于人云亦云的阶段。所谓没有“自主性”是指
我们的许多研究不是面向我们自己的社会，没有

自己的问题意识，而是面向“国际交流”的，其目
的是证明一个西方的学术问题在中国是什么样

子，即我们可以借助于对中国的经验研究来验证

他们的正确性; 所谓没有“独立性”是说中国学术
没有自己的概念，更没有自己的理论。因此无论
我们自己的社会发生了什么现象和问题，我们都

需要到西方学科中去寻求学科及理论上的援助。
诚信、信任和信用在中国的研究将上述问题

暴露无遗。一个以“信”为核心的学术研究，为了
回到相关的学科中去，并找到它们的对应概念，只

能打散了，拆解开来或者人为地进行切割，然后划

归到不同的社会面向上去，理由便是它们在西方

是这么做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们在中国又
是从一个彼此包容的面向上延伸出来的。于是，
这其中便产生了一种中国问题与西方理论之间的

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是中国学术界在概念上
使用混乱的深层次根源。

从中国学术视角来整合诚信、信任和信用

为了更好地探讨中国社会信用问题，本文需

要对这些概念做一次澄清和学科视角的确立，并

从中找到我们社会信用研究应该涉及的领域。
西方社会科学把有关“信”的现象和问题分

别放在不同的领域中去研究，这主要源于他们的

部分组成整体以及整体需要分解的探究路径。依
据这一探究路径的特点，我们发现，信的研究被划

分和切割开来，然后分头行事似乎是必须的，否则

我们无法最终从各自的专业研究中得到一个整体

的汇总性认识。但中国的学术传统并非如此。比
如中医的思考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舌苔、脉
搏、耳、手、脚等反映的不是其自身情况，而是周身
情况。在这种思维框架里，心既不是脑，也不是心
脏，而是生理与心理的整体性表达; 理智、理性也
不同情感或者非理性相区分，而可以用情理交融

来表示它们的融合性。笔者在其他论文中称前者
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后者是连续性的思维。③连续
性的思维在儒家思想中最为明显的社会学或政治

学式的表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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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这个思维换作西方社会科学，那就是伦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前者认为，身心问
题、家庭问题、国家问题和天下问题之间的联系非
常紧密，互相渗透、互为因果，所以不能分开来说
明; 而后者认为，它们各项并没有太大联系，而且

分属不同的学术领域。
区分了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路

径的差异，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究竟从哪一个角度

研究社会信用更好。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可以
说，这是没有标准的，也即各有优势。但不论何种
研究，最不好的研究策略就是嫁接式的研究，即贸

然把西方的学科和概念分类衔接到中国自身所发

生的种种现象中来。因为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现
象和问题是因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与行动逻辑引起

的，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果全盘来自西方，就很容

易导致任意的划分以及由此导致的混乱，也就是

把一个原本连续体的事项按照西方概念和分类切

成几段，然后强行装到他们的框架下面去做研究，

变成了“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此研究策略在西
方学术看来没有问题，就好比病人去看脑科，不会

有医生让他把脚伸出来一样。可在中国学术看
来，这样的医疗就有问题，因为“十指连心”，故可
以通过做足疗来解决头疼。目前，中国学者以西
方学术来研究中国问题就是去验证一种他们想要

的普世性是否成立。看起来人们通过学术找到了
真理，可到头来却并没有解决中国实际的问题。
有关信用的研究资料在中国已可谓汗牛充栋，可

是现实中的信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其中固然

有许多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及有关体制
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学术界不能契合有效地

回应这个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做
这样的设想，如果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所作

所为是依据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建立
起来的话，依据西方理论来治理中国问题会好很

多。但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路是曲
折、融合、交替和变化的。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
来所走过的路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走过的，西

方理论家就更不可能说清楚了。因此中国在某些
方面成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也有了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提法。学术界如果

不能以此为契机来建立一种研究视角和模式，自

然会导致“经验很丰富，理论很苍白”的局面。由
此思考，我们的立场首先是一个研究思路的转变，

就是在梳理了“信”字的含义后，从连续体的角度
来重新定义诚信、信任和信用，当然这样的定义不
会放弃以西方社会科学作为参照系。
有了连续体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种

“个人—关系—组织—国家”在中国是一个由小
到大的扩展含义( 而非分类或分层级的含义) 。
依照这个扩展的思路，诚信、信任与信用也是一个
由小到大的扩展概念。通常情况下，诚信对应的
则是道德或人格诉求，信任对应的是社会关系，信

誉对应的是组织或公共关系，而信用对应的是政

府与市场的作为。换句话说，诚信、信任与信用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表述，它建立在这
样一种假设之上: 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诚信，彼此互

动起来就产生社会信任，然后整个国家的信用运

行就好。这一说法也同“从我做起”或“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以及中
国人喜欢先试点然后做推广的思维模式如出一

辙。但在这扩展的模式中，有学者发现最难的过
渡是从“家”到“国”的过渡，因为个人好，家就会
好，似乎可以理解; 但家家都好却不意味着国家就

一定好。这里面的关系颇为复杂，其中有一个规
模效应的问题。家庭作为一个小型的生活单位，
确保每个人都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国家作为一

个大规模的政体，一方面无法假定每个生活单位

都是好的，另一方面即使都是好的，也说明不了国

家制度本身的问题，只能说明民风和治理难易的

问题。于是，这里涉及社会信任量的质变，即需要
有一种制度来体现各个社会单位的表现，即信任

的制度设计及其评价体系。于是，这个模式内部
便出现了一种转换，很像太极图。它不是阴扩展
为阳，也不是阳扩展为阴，而是要有另一种看诚

信、信誉及信任的视角。原先，从诚信到信任是从
人的角度得到的; 而在发生了转换之后，信用是从

制度的角度得到的。从人的角度看信的系统，我
们关注的是诚信和信任; 从制度的角度看信的系

统，我们就得从信用制度入手了，哪怕这里的信用

只是个人之间的口头约定，也需要从制度入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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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理解。如果要以太极转换模式来讨论中国
“信的系统”的话，其实就是讨论人与制度的转换
关系，其中包含着政策与对策、行动与结构之间的
转化、权宜和变通的问题。论证到这里，我们可以
重新界定一下，所谓“诚信危机”侧重于指道德滑
坡; 所谓“信任危机”则指社会关系状态恶化; 所
谓“信用危机”偏重于指中国社会体制架构存在
问题。为什么这三者会出现混淆呢? 因为在连续
体的视角下，这些要素之间是相容关系，比如“家
天下”，即表示“天下一家”，也表示“一家的天
下”，这时，“家”与“天下”不是不相干，而是紧密
相连; 同理，诚信与信用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也是紧

密相连的，人们很容易把信用出了问题看成是诚

信不好; 反之，把诚信不好看作信用不好的根源。
当然，这些只是在中国人的学术思维模式下看到

的情况，那么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诚信、信任与信用在中国历史中的演进

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

迁大致是一个把原本处于不同自然和人文地理中

的民族与国家席卷到现代化过程中来的历程。在
原先的社会形态中，有游牧型的、狩猎型的、航海
型的、农耕型的，等等，可现在几乎都被纳入现代
化的轨道。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在政治上体现为民
主化、在社会上体现为世俗化、在经济上体现为工
业化和市场化、在生活上体现为城市化等。究其
核心特征，梅因的概括很精准: 这是一个由身份到

契约的改变。④进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信用的变
迁也可以说是由集体性⑤向个体性的改变。
中国社会毫无疑问被卷入了这一现代化的历

程。它既体现为从一个农业国转化成为一个工业
国的历程，也体现为从一种乡村文化转变成一种

都市文化的过程。为了同这一过程相配套，中国
经济体制连带政治、社会及文化体制加上生活方
式也随之发生调整。由是，诚信、信任与信用也随
之发生着调整。只是，这样的调整不是显而易见
的，也不是人们有意识、有计划进行的。由于原本
的社会信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被假定为相对

隐蔽的、后设的，因此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
在，直至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问题才显露出

来。所以，我们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中国之社会信
用的隐蔽性，然后再来讨论它是如何凸显出来的。
我们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信用相对隐蔽，

不是说它原先状态的好或不好，而是说它相对自

在。那么为什么会自在呢? 中国传统社会在工业
化以前可以统称为农业社会。中国农业社会的基
本经济形式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其

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如果没有战争、灾荒及国
家移民政策，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守着自己的田地

和家园，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即使外出，

最终也要落叶归根。可见，由于安土重迁的原因，
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范围是从家庭扩展到宗族再

到整个村落以及乡里的，另外，也有少部分人通过

科举进入国家官僚机构，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社

会信用，只是后者同前者仍然保持着连续性的关

系。所以，作为一个连续体性的社会关系，中国人
把由一家庭逐步扩展开来的同乡统称为“家乡”，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是乡亲们。在社会学中，家
乡属于“共同体”的概念，也叫社区，它不同于“社
会”之处在于人们之间的紧密关系。⑥这种紧密关
系通常可以构成一种关系网络，也可以叫熟人社

会。尤其在中国乡村，熟人关系更加密切的原因
在于许多邻里和乡亲几代之前很可能是从一个家

族或一个祖先那里分离出来的，因此熟人关系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拟亲属网络。相较于其他社
会或市场网络，共同体中的网络是相对封闭而持

久的。或者说，在人类社会，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其
他形式的封闭性组织，比如宗教团体、会员制等，
但找不到比亲属网络更加封闭而长久的社会网

络，其区分的标识往往是姓氏、地界及方言。当
然，个体处于封闭而长久性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

虽然大致可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但作为一个国

家概念，这样的方式还显得比较初级。于是，在这
样分散于中华大地却聚居一起的熟人社会之上，

竖立着一种统合民众的政治架构———中央集权
制，管理着从国家到地方的行政事务，包括货币发

行及人事制度等。这种行政制度的管理方法一般
只把官员下派到县一级，比县更低的乡与村则由

民众自治。由此可见，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他
们一生的主要生活和劳动场所大体就是在乡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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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为生活需要所进行的集市交换，而无需因为

专业生产、运输和商贸交易而建立一个更加成熟且
完善的市场。可见，从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信任更多
地体现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制度的关系。在
这一层意义上，诚信、信任便显得比较重要，而信用
一般也被理解成君子的口头协定及人格担保。
在一个共同体内，由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

信任关系，可以称为信任网络。这个网络是否独
立运行，同国家统治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⑦笔者
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网络具有其自身运作

的所有条件，而不同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信任网络

时看到的因为统治者的打压，而采取的隔绝策

略。⑧或者说，在中国农耕社会上竖立起来的中央
集权制非但没有力量用国家的政治手段限制乃至

隔离地方上的信任网络( 最多也就是官员不得在

本地做官) ，反倒是地方上的信任网络有力量渗

透到国家官僚机构中去，比如同乡、同窗、同年、朋
党等; 而传统中国军事集团、商人团体、钱庄票号
等也是由此信任网络建立起来的。那么，以家人
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信任网络有什么特点呢? 这其

中最为关键的特点有二: 一是强烈的归属性特点，

二是全知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由于共同体所体
现的紧密关系，中国人的乡民群体比工业组织内

的成员更重视感情式的或人情式的交流。人们不
是因为工作和分工合作需要联合在一起，而是因

为共同生活以及事业上彼此关照和庇护结合在一

起。众所周知，组织关系是一种约定关系，是可以
解除和退场的; 而共同体性的关系是一种亲缘关

系，是无法解除或退场的。假如一种信任网络的
构成没有退场的可能，那么它自身也就不会解体，

同时这种信任的建立也是隐性的、自在的，或是不
容怀疑和无需防范的; 又由于这种信任建立于全

知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信任也不需要个人以

提供真实的信息为保证，信息也是自在的。以信
任与信息的关系来看，在信任运行中，信息越少，

可疑性越大; 信息越多，可疑性越小。而共同体内
部的交往不但可能花费了一生的时间来彼此了

解，甚至可能是几代人之间的信息积累。一个可
以验证上述理论的观点来自于孟子所谓的“朋友
有信”。那么，孟子为何不认为父子、夫妻、兄弟

乃至君臣有信，而要说朋友有信呢? 依照笔者给

出的信任网络条件，后面这些关系的信是自在的，

唯有朋友不是归属性的，也不是全知性的。所以
一旦归属性没有了，全知性没有了，信任的自在性

也就没有了。从这个思路出发，笔者以为，诚信的
凸显更多地发生于共同体以外，乃至于陌生人之

间的关系。当然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个人的修养体
系，也可以把仁义礼智信在抽象意义上作为对所

有人的要求。只是这样的要求在信任网络内部
( 或不解体时) 不容易发生问题，或者说要想考验

一个人的诚信与否，通常在亲缘内部是考察不出

来的。只有走出了这个范围，我们才可以看到此
人在此方面的品质。可见，君子的概念是一种超
越了日常信任网络而提出来的概念，它要求一个

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一种仁义的品德，所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什么君子人格最
终不能落实呢，因为它并不契合中国农耕社会，不

太实际，而更多地被寄期望于胸怀天下理想的读

书人身上，因为他们最有机会为国家效力，需要离

开这一共同体，进而也就有了“忠”( 即信的最大
化) 的问题。有学者在讨论传统中国人的时候任
意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似乎相信儒家思想在教

育人的诚信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⑨这是一种
十分天真的观点，也是今日中国人寄期望于道德

教化来恢复诚信而又不能奏效的主要原因。从以
上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信的危机很难在个人心灵

上重建，只有从外部加以规范和约束个体的倾向。
以此倾向为前提，儒家的作用充其量只可以进一

步考察个体的“信”究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还是
不得已而为之，这点体现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由于处于共同体的信任是自在的，因此笔者认为

中国共同体中的信任关系可以叫“放心关系”。
可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所进行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打散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体生活以及由

此建立的信任网络。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蓬
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使得人们的大多数交往都是

陌生人的交往，进而导致中国原有的信任约束机

制几乎消失殆尽。当然，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工
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开始，但当时中国所采取的全

能型政府体制，基本上维持住了传统社会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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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信任关系，尽管其本身已存在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⑩因为国家在社会管理上运用城乡二元划
分法一方面把农民绑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另一方

面又在城市发展中采取了单位制，使得前者的共

同体关系得以维系，后者的档案制度保证了人员

流动上的信息评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绑定，进而

继续维持了乡土社会原有的归属性和全知性特

征，使得放心关系得到了基本的延续。然而，改革
开放以来，首先国家从全能型政府中退出，同时自

身从对社会理想形态的追求转化为对 GDP 的追
求; 市场机制导致熟人关系和单位制的解体。随
着城乡二元关系被打破，几乎每一个人在理论上

都可以不归属于任何群体、网络、单位或其他形式
的组织，下海、辞职、停薪留职、单干、个体户、人才
流动一度成为打破城乡壁垒、单位制弊端的有效
途径。尤其是近 20 年来，农民因为劳动力过剩可
以自由流动到城里打工，构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

工大军。而对于一个城里人，一个体加入一个组
织或企业，也完全可以任意转换、跳槽和不辞而
别，最终导致档案制度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效用，

尤其在人才流动或者个人流动方面，档案对一个

人的信誉担保已不再发挥作用( 公务员除外) 。
当一个体可以在没有线索、没有个人记录、没有归
属、没有档案，只要随身带张身份证( 也许是假造
的，或者借来的、偷来的) 的情况下就可以游走于
中国，或者当一个体或者生产部门在没有信用记

录或评价下就可以从事生产劳动、商业经营或交
易活动，特别是地下作坊、无证经营，并由此出于
利益考虑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时，我们如何去要求

这样的个体或组织是一个讲诚信的或者讲道德的

人或单位? 或者这个人或法人在同他人交往的时

候是值得信任的? 此时，道德与信任网络已经基

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或者说，道德与舆论已经

不再具有约束个人品德的作用，更有效的方法是

将原属于道德范畴的诚信和社会范畴的信任网

络，通通纳入到一个制度框架中来重新对社会成

员进行信用评估。换句话说，制度建设的重点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已不是对既往诚信品德或

信任网络进行修复，而是需要借助外在的法律和

社会机制来确保社会成员身上具有这样的特点，

并由此而产生相应的惩罚措施。至于道德和关系
要素则是在法律确保的前提下来进行对人的要

求。当然，更为理想与和谐的方案则是如何在制
度的前提下寻求现代社会的道德与信任网络。而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过于埋

头搞经济建设，一再拖延了或疏于社会信用制度

的建设及其管理，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生大面

积信用危机问题。瑏瑡

结 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发现，诚信、信任与信用
分别对应于个人、关系与制度，也分别指代道德、
依赖与评价。从一种连续体的视角来看，它们不
属于各自不同的社会面向，而是来自于一个共同

点的延伸，即由个体( 君子) 之“诚”而扩大为天下
之“诚”。但这只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在
实践这个思路时，存在一个转换上的问题，也就是

说从现实层面来讲，以个人的诚信品德来构成信

任网络，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要把信任网络转换

成国家信用制度就会遇到问题。可是这样的问题
并没有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以至于造成中国

人希冀通过诚信的培养来实现信用的改善，或希

冀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分头研究来会诊中国出现

的危机。而从中国学术立场来看，社会信用制度
的建设不单是制度本身的建设问题，也不单是人

的道德与交往重塑的问题，而是人与制度的博弈

以及转换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不
会忽略信用制度建设或诚信回归在中国贯彻中所

面临的严峻问题。
这一严峻问题的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有其自身

的脉络走向与蜕变。根据本文的讨论，中国的农
耕文化所建立的信任网络本身是自在的，它基本

上满足了共同体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

对整个传统中国的政治格局、军事和商业格局产
生重大影响。实行计划经济之后，虽然相当一部
分人走出家乡共同体来到城市的单位里工作，但

档案制度依然维持了原有的信任关系，瑏瑢虽然我

们对这样的维持可以有种种学术性的批评，甚至

提出更为极端的观点。但在市场经济出现后，国
家对于信用的发展没有给予及时的配套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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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一方面新型的信用体系缺失，另一方面

原有的信任网络与档案制度业已解体，从而发生

了目前触目惊心，甚至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为
了表明上述理论观点，笔者特制图如下:

图 1 中国社会信用走过的历史

这个图式基本上勾勒出了中国社会从信任建

立到信用危机的转变。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
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所发生的体制变迁，以及不同

时代可以确保体制运行的信用体系重点; 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以往业已形成的信用体系对社会变化

的不适应性，尤其反映了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各式

各样组织，包括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事业单位及
其他行业所具有的公司式运营特征，或者叫利益

驱动倾向。这种利益驱动倾向具有很强的自利性
特征，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很容易将个人及小单位

之收益作为社会运行之出发点，而非以质量、服
务、事业等作为社会运行的出发点，最终导致中国
信用制度无法生根。所以笔者首先认为，要想厘
清中国信用危机问题，应当从中国概念使用特点

及其历史中去寻找，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的学科

概念做分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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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影响到了当代社会。这在

改革开放初期或许可能，但用于当代的信用危机分析，实在

言过其实了。

作者简介: 翟学伟，1960 年生，南京大学社会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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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ver coefficient on regional specialization，and choosing manufacturing 2 － digit and 4 － digit industrial loca-
tion on the county level，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The tendency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s apparent and most of industries locate at few counties． Both Gini coefficient and Hoo-
ver coefficient are at a high level． This result explains the oversupply of manufacturing and urban system’s
flattening trend to some extent． In the terms of policy，on the basis of keeping regional specialization，vigor-
ously developing large citie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itigating the oversupply of manufacturing．
( 6)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of Knowledge Cluster and Industrial Cluster in China

Hu Hanhui Cao Lubao Huang Xiao ·95·
We notice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ing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researching behavior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clusters focusing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have emerged around the
world． These clusters have more capability to cumulate and create knowledge． And they could be seen as the
high pha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upgrading． There are two typical
development paths of knowledge clusters，gradual evolution path based on the existing clusters and the innova-
tive generation path short of the existing cluster support．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of independent internation-
alization in industry and low end cluster phenomenon objectively existing，knowledge cluster provides the feasi-
bility of achieving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 in China．
( 7) Faith，Trust and Credit: Concept Clarification and Historic Evolution Zhai Xuewei ·107·

There are plenty of discussions concerning faith，trust and credit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yet basical-
ly none of them is established on a clear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leading to focus － am-
biguous discussions among the scholars，therefore improper to be applie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faith，trust and credit，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a-
nalysis of the use of the concepts concerned and the courses related． However，more important to settle this is-
sue，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above concepts in academic perspective，to make clear their historic evolu-
tion process，therefore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to push forwar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field．
( 8) Basic Cognitive Precondition for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Function: Based on Ob-

serva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Liu Hua ·132·
It is natural for Chinese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to borrow from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the

relation patter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However，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an objective cognitive precondition，which is decided by the practice of eco-
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our ow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specialty of our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is sense，the basic cognitive precondition
for Chinese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impact of the complexity of e-
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backing for government func-
tion transformation，the starting point of our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the above preconditions，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our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will be mor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 9)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Conceptual Definition，General Thought and System Establish-

ment Liu Wanghong ·137·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is the time topic adapt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new changes，and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the com-
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well － off society． With profound changing in the economic system，the social struc-
ture，the interest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ideas，this is not only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the period of obvious contradi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ask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is heavy and big，which is unprecedented． Therefore，to
make our social management better embody its times，grasp regularity and creativity，we must interpret the sci-
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and probe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it． It i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et up the modern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which is adapted to the so-
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our country．
( 10) Features of Image Symbol and Its Deconstruction Han Congyao ·208·

The image symbol is a structural social code，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inguistic symbols． The interpreta-
tion of the image symbol is the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the image． Among the trace，analogy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image，the last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in interpretation．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image is
formed by the parameters that contain social cultural codes，and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our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there are many ways to interpret the image． At one point，the interpretation of image communica-
tion is the social decomposition of the imag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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